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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传统文化融入城市雕塑

林靖自幼喜爱书法、国画等中国
传统文化。在人物塑形上，他多运用
中国画的写意风格；在造型、衣服纹路
的转折起伏中，体现着他对书法节奏
感、韵律感的得心应手。

在雕塑选材方面，林靖偏爱使用
青铜材质。他说：“青铜古朴厚重的特
点，既能较好地反映历史的厚重感，又
能与福州这些闽越遗址所在的‘青铜
时代’相契合。”

1987年，林靖从福州工艺美术学
校雕塑专业毕业。当时城市雕塑还在

萌芽中，林靖只能先进入一家合资公
司从事玩具设计工作。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演变，城
市雕塑走进了越来越多的一二线城
市。这时，林靖的第一个挑战来了
——设计“福州历史文化长廊”巨型浮
雕。正是这一次，林靖与福州的历史
文化题材雕塑结下了不解之缘。

“福州历史文化长廊”这座建成于
2001 年的花岗岩浮雕位于闽江公园
内，长 200米，高 4米。它用丰富的人
物和历史场景的塑造，展现了福州
2200多年的历史脉络，成为了今天了
解福州历史文化最直接、最便利的立
体艺术。

这幅雕塑作品得到认可之后，林
靖开始了三坊七巷南后街、白马河公
园、鳌峰坊、冶山春秋园、新店古城遗
址公园等历史文化街区（风貌区）和公
园的雕塑群设计。

其中南后街亲民的铜像造型、白
马河巍峨的白马三郎雕塑、冶山春秋
园逼真的闽越王立像等作品都深入人
心，成为市民和游客的热门拍照点。

让福州人更有文化自豪感

数十年的雕塑岁月中，伴随着一
件件作品的诞生，林靖对福州的认识
更加全面透彻，对福州的历史文化越

来越着迷，常常涌现出创作新思路、新
感悟。

为深入挖掘福州本土的历史文化
风貌特征和内在气质，体现闽越文化
与中原文化的异同，林靖专门研习了
相关史料。

他找来拍摄于近现代的老照片，
从先人的外貌形象、衣着服饰等方面
探寻时代特征，从而更好地在雕塑作
品中体现这座古城的人文气息与历史
厚重感。

譬如，唐宋时期福州初具规模的
城池、繁荣的经济文化，在他的《唐代
马球》雕塑创作中便可见一斑。

此外，林靖还注重增强作品与人
的互动，做到真正地亲近市民。位于
新店古城的“虚位以待”，是他颇为得
意的“大作”。等身大小的塑像们不仅
使人倍感亲切，还能为前来游玩的市
民提供拍照互动的机会。

林靖介绍，他想通过这些公共雕塑
艺术潜移默化地传播福州历史文化，

“要让老百姓通过各式各样的雕塑造
型，看到福州从汉唐时代至今兴盛辉煌
的发展史，领略其中的文化底蕴，增强
福州人的认同感、自豪感和归属感。”

林靖说，他将继续通过公共雕塑
艺术发扬和传承闽越文化，讲好福州
故事。 （来源：福州晚报 记者：管澍）

诚信果毅，兴办实业

1874 年 10 月，伯公在厦门市同安县
集美社（今属厦门市集美区）出生。那时
厦门作为“五口通商”的一个口岸，殖民者
横行霸道，恶行数不胜数。伯公“深感弱
国之痛苦”，渴望自己能够为“救亡图存、
强国兴邦”“尽匹夫之责”。

17岁那年，伯公奉曾祖父之命前往新
加坡经商。经历了曾祖父实业由鼎盛到
衰败的历程后，30 岁的伯公开始独立创
业，在新加坡郊外用茅草木料盖起厂房，
购置旧机器，生产黄梨（菠萝）罐头。

当时黄梨罐头市场竞争激烈，但整个
行业却都不注意成本核算。在别人一个
季度核算一次的情况下，伯公却规定公司
当日购进的黄梨必须当日制完，当夜即结
算盈亏，以此作为次日采购议价的标准，
生产中也尽量减少损耗。如此悉心经营
数月，公司收入大增。

曾祖父生意失败时欠下一笔数额不
小的债务，按照新加坡当时的法律，伯公
并无偿还责任。但伯公待经济状况稍一
好转便毅然把自己一半的财产用来替父
亲还债，这一义举迅速传遍东南亚，他因
此在华人中树立了威信。

伯公善于学习，善于经营，更善于捕
捉发展机遇，他看到了庞大的橡胶业前
景，决定将业务拓展到橡胶业上。经过20
多年的艰苦奋斗，伯公奇迹般地成为东南
亚工商业巨子，鼎盛时期雇佣职工多达 3
万人，被誉为“橡胶大王”。

生逢国难深重的年代，伯公兴办实业
赚钱后并没有贪图享乐，而是极尽节约，
时刻想着报效桑梓、富强祖国。他以铜钟

做商标，希望所有看到“钟”标的海内外华
人，不要忘记祖国和民族的苦难，警钟长
鸣。

“战士以干戈卫国，商人以国货救
国。为本公司谋一分利益，即为国家多培
养一个人才。”这是伯公写在《陈嘉庚公司
分行章程》眉头警语中的一句话，他在序
言中解释道，“本公司及制造厂，虽名为陈
嘉庚公司，而占股最多则为厦门大学和集
美学校两校，约其数量有十分之八”，号召
职工“奋勉所事，精勤厥职，直接兴教育实
业，间接福吾群吾国”，这展现了伯公发展
实业、兴办教育、振兴中华的报国路径。

倾资兴学，百折不挠

伯公对祖国的贫穷落后有着切肤之
痛，处处都想尽国民一分子之天职，以报
效祖国。

辛亥革命后，伯公备受鼓舞，决定回
国兴办学校。他创建了包括幼稚园、小
学、中学、女子师范、幼稚师范、水产、商
科、农林部、国学部等在内，拥有完整教育
体系的集美学校。

20世纪 30年代的集美学校，被誉为
“闽南教育之中心”“东南文化之中枢”。
伯公于1921年创办的厦门大学，则是当时
全国院系最齐全的五所大学之一，被誉为

“南方之强”。
伯公捐资助学并非简单做慈善，而是

把所有心思都扑在了教育上。为了招收
更多学生，他规定：“中学生只交膳费，学
宿费均免。”甚至师范生和水产航海的学
生“学膳宿费用全免”，如此优待学生，反
映了伯公以教育救国的初心。

长期独力承担沉重的校费，伯公经济
压力一直很大。特别是在1929年，伯公的
企业受到世界经济危机影响，收益持续下
滑，累计负债达 400万元。当时有人劝他
停止捐助校费，伯公回答：“余不忍放弃义
务”，表达了“毅力维持”两校的决心。

1931年，伯公为了筹措校费，甚至卖
掉了原本为孩子在新加坡购置的三栋别
墅，这便是“出卖大厦、维持厦大”的典故。

据不完全统计，伯公一生在国内外创
办和资助的学校多达 118所，办学时间之
长、创办及资助学校之多、捐资之巨、成绩
之著，影响极为深远。

在他爱国兴学精神的带动下，华人、
华侨热心兴学、兴办公益蔚然成风，现在
各地由华人华侨出资兴办的学校比比皆
是。

领导华侨，抗日救亡

1928年济南惨案发生后，伯公领导华
侨社会为山东灾民募集赈济款 117.4 万
元，并带领广大侨胞抵制日货，实行经济

绝交。这是南洋侨胞第一次团结起来抵
抗日本帝国主义，也是伯公作为“华侨旗
帜”的最早表现之一。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中日战争全面爆
发。在此国家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伯公
挺身而出，担负起了组建筹赈总机关的重
责。

1938年10月10日，代表当时南洋800
万侨胞的“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
（简称南侨总会）在新加坡成立，伯公被推
举为南侨总会主席。南侨总会名义上是

“筹赈祖国难民”，实则以财力、物力、人力
支援祖国抗战。

伯公之所以成为华侨领袖，最初显然
和他拥有巨额财富、诚信商业信誉及倾资
兴学有关系。但随着他离开商界、财富丧
失，他的政治威望反而更加提高，反映出
他献身国事的精神和强有力的领导才能。

在伯公精心筹划组织下，南侨总会 3
年多便为祖国筹得合 4亿余元国币的款
项。此外，他组织各地筹赈会为前方将士
捐献寒衣、药品、卡车等物资，并在新加坡
和重庆投资设立制药厂，直接为前线供应
药品。

1939年，伯公还应国民政府之请，代
为招募3200余位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在新
开辟的滇缅公路上抢运祖国抗战急需的
战略物资。

抗战期间，伯公不仅领导“南侨总会”从
经济层面上对祖国抗战作出了巨大贡献，在
政治上更是给予祖国抗战有力的支持。

1938 年武汉失守以后，身为国民党
副总裁的汪精卫发表与日本和平妥协的
卖国言论。伯公闻讯之后，发表一系列
函电及讲话，揭露汪精卫卖国求荣的可
耻野心。1938年 10月 28日，国民参政会
在重庆开会时，伯公从新加坡发回“电报
提案”，获得会议通过，这个提案被称为

“古今中外最伟大的一个提案”。
关于“电报提案”内容存在多个文本，

伯公后来为福建新闻社手书的版本为：
“在敌寇未退出国土以前公务人员任何人
谈和平条件者当以汉奸国贼论。”

公忠爱国，明辨是非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伯公发起组织
“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简称慰劳
团），鼓舞祖国同胞抗战志气，激励侨胞多
献义捐、多寄家费。

1940年 3月，伯公不顾年迈和疾病初
愈的身体，亲自率领慰劳团回到烽火连天
的祖国。

国民党当局把伯公当作大财神，动员
了有关的党政军大员欢迎并接待，光在重
庆一地就准备了8万元经费。伯公对这样
的奢侈应酬极为反感，认为国民党军政高

官“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对此大失所望。
伯公最关心的仍是抗战的最后胜利，

他很担心国共摩擦，亲者痛、仇者快，因此
不顾国民党当局多方阻挠，毅然前往延
安。

到延安后，伯公拜访了毛泽东主席、
朱德总司令等中共领导人，和他们进行了
深入交谈，出席延安各界的欢迎会、茶话
会，参观了延安女子大学、抗日军政大学、
铁工厂、印刷厂。

伯公发现中共领导人对他的态度和
国民党当局有很大不同。同是欢迎，中共
领导人朴素而诚恳，而国民党当局却是奢
侈而虚伪。他对延安最好的印象有这几
个方面：没有苛捐杂税、领导人廉洁、没有
乞丐和失业的人、领导与群众平等相处、
治安好、男女关系严肃、朴素成风，与在重
庆时所闻反差极大。延安之行让伯公“喜
慰莫可言喻，如拨云雾见青天”。

“中国的希望在延安！”回到南洋后，
伯公不畏国民党当局的迫害，如实向侨胞
报告他在国内考察的见闻和观感，使广大
侨胞了解国民党统治区的黑暗，也看到解
放区的光明，把华侨的爱国运动推进了一
大步。毛泽东主席后来高度评价他为“华
侨旗帜，民族光辉”。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当局悍然发
动全面内战。伯公以“南侨总会”的主席
名义，致电美国总统杜鲁门，谴责美国政
府助长中国内战，要求美国政府“撤回驻
华海陆空军及一切武器，不再援助蒋政
府”。该电经路透社、合众社公布，接着由
新加坡《民主》周刊发表后，在国内外引起
巨大的震动。

从 1946 年至 1949 年，伯公还在他所
创办的《南侨日报》连续发表文章，揭露蒋
介石独裁专政的罪行，支持中国共产党的
政治主张。

克己奉公，勤俭传家

1949年，伯公应毛泽东主席的邀约到
北京参加新政协会议和开国大典，第二年
就回到祖国定居。

那时人民政府给伯公每个月的工资
是 500多元，伯公规定自己的伙食费为每
月 15元，节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用于办
学。他的衣服除两三套较好的外出当礼
服外，其他都是用了多年，处处补丁。

有一回，伯公拿了一件破旧的衬衫给
我父亲。几天后，见父亲没有穿上那件衬
衫，他就问：“那件衬衫是不是不能穿呢？”
父亲立马回答：“不，是近期母亲身体不适
还没及时缝补。”几天后，父亲穿上那件衬
衫，伯公见了便说：“这样很好嘛，还可以
穿几次，青年人要俭朴些。”

伯公曾说过：“父之爱子，实出天性，

人谁不爱其子，唯别有道德之爱，非多遗
金钱方谓之爱，且贤而多财则损其志，愚
而多财则益其过，是乃害之，非爱之也。”

正是因为秉承着这样的理念，他对子
女的要求甚为严格。堂伯父陈国庆 15岁
时，他的母亲给他买了一条领带。伯公看
见后，斥为浪费之举，不允许儿子佩戴。
直到堂伯父后来工作赚了钱，才第一次戴
上了领带。伯公正是通过这种严格的教
育来磨炼子女的品格。

伯公爱国、创业、兴学，他波澜壮阔、
充满传奇色彩的一生，集中体现了以“忠
公、诚毅、勤俭、创新”为核心的伟大人格
和崇高品质，被称为“嘉庚精神”。这种精
神超越时空，在我们家族代代相传。

伯公回国定居后亲自主持集美学村
和厦门大学的修复和扩建，需要大量办学
经费，于是便经常寄越洋信件给留在新加
坡的后代筹款。堂哥陈立人（陈嘉庚长
孙）回忆说：“那时我还小，看到父亲、姑
姑、姑丈们常常在客厅里商量，如何帮祖
父筹集款项建设厦大的校舍。”

堂姑丈李光前（陈嘉庚女婿）也深受
伯公影响，一生热衷公益事业。1952年，
堂姑丈就用他的大半财产设立了“李氏
基金会”，积极捐助文教及社会公益事
业。1956 年，他在家乡南安创办了闽南
又一著名学村——梅山学村。在他逝世
后，基金会依然遵照他“取诸社会，用诸
社会”的意愿支持各项科技文教活动，近
半个世纪用在社会公益慈善的捐款，超
过三亿新加坡币。

而改革开放初期堂伯父陈共存（陈敬
贤之子）就召集20多位侨亲、校友，回乡创
办集美制衣厂（后改星集有限公司），成为
厦门郊区第一家外资企业，为家乡发展作
出了很大贡献。堂伯父说，伯公（陈嘉庚）
对他影响很大，曾说“侄儿共存颇有前途，
希望日后能有所作为，继承家族传统，为
社会、国家做一些贡献”。伯公对堂伯父
有很大鼓励作用，引导他心系祖国、造福
家乡。

作为伯公的后辈，我也始终记着伯
公“老实做人，诚恳做事，光明磊落”的教
诲，努力“成为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
从厦门市郊区印刷厂的学徒做起，一直
坚持兢兢业业工作，后来还被评为市劳
动模范。

从兴学救国，到抗日救国，再到参加
建设新中国，伯公把毕生的精力都奉献给
了祖国的独立、统一和富强事业。作为后
人，我们将一直追随伯公的脚步，践行“嘉
庚精神”，为祖国繁荣昌盛贡献力量。

（来源：福建纪检监察 口述人：陈忠
信系陈嘉庚侄孙，集美学校退休干部 整
理人：陈季玉、李松荣、陈珊）

陈嘉庚家庭：爱国是一个永恒的主题
今年端午，厦门集美学村里的龙舟

号子此起彼伏，灵动细长的龙舟，黝黑健

壮的划手，钟灵毓秀的龙舟池，一草一

木、一砖一瓦，都会让我想起伯公陈嘉

庚。

最后一次见到伯公是在1959年的冬

天。那时快过年了，我像往常一样在周六

下午陪着父亲去向伯公汇报工作。伯公

对我爱护有加，跟父亲讲完正事后，他给

了我两个芦柑吃，还慈爱地摸了摸我的头

说：要好好读书，以后成为一个对国家有

用的人。没想到这一面竟成了永别。次

年伯公病重赴京治疗，1961年在京病逝，

终年87岁。

成为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伯公一直

这样说，也一直这样做。爱国，是贯穿他

一生的主基调。

专注城市雕塑 讲好福州故事
——记福州雕塑家林靖

三坊七巷、鳌峰坊、冶山春

秋园、新店古城遗址公园……在

福州的一些历史文化胜地中，总

有一两处栩栩如生的古代民生

场景或历史人物故事雕塑引人

瞩目，它们无声地讲述和展示着

这座拥有 2200 多年建城历史文

化名城的厚重感。

这些城市雕塑，出自本土雕塑

家林靖的巧手。


